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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总关情”：
抗战时期八路军军鞋勤务的组织与运作 *

张 智 超

摘 要：军鞋是战士裹足御寒、敌后作战的重要军需，直接影响战时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抗战时期，中

共探索出由边区政府提供原料或经费，妇女出工代做的军鞋勤务模式。各根据地军鞋勤务大致形成组织动

员、任务分配、调拨材料、发放报酬、军鞋缝制、收集验收、保管存储、支发调配的闭环链条。虽然各环节环环相

扣，但不免遭遇材料匮乏、质量参差、赔价矛盾等现实挑战。对此，中共通过细化军鞋标准、强化验收追责、动

态调整报酬、优化负担分配、开展劳动竞赛等举措纾困。八路军军鞋勤务的高效运转，充分彰显了中共后勤军

政一体化运作模式的独特优势，其价值不仅在于保障八路军的用鞋需求，探索出兼顾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

协调之策，更在于激活广大农村妇女的抗战力量，构筑起军民鱼水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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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赤膊上阵，不宜跣足冲锋”。位于太行山区泽州县的八路军军鞋厂纪念馆前言上的这句话，道

出了小小军鞋在烽火抗战岁月中的巨大分量——一双合脚、结实的军鞋，是八路军战士“跑得快、冲得

猛、打得赢”的基本保障。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革命重心在南方，限于气候条件、后勤补给等因素，士兵以

穿草鞋为主。抗战时期，中共转战陕北后，草鞋因材料匮乏、保暖差、舒适度低无法抵御北方凛冽的严寒

气候，八路军改以布鞋为主，草鞋仅作为供给困难时的临时替代品，而游击环境下士兵长途跋涉布鞋损

耗大，凸显战士生存之艰。当然，军鞋不仅关乎士兵的足部健康，更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八路军

前方总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曾讲：“战士在反‘扫荡’战斗中，赤足作战成了见惯不惊的现象。正因战

士鞋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大大增加了战场上动作的困难，随着会影响到战士杀敌精神，有某些程

度上的降低。”①军鞋平时虽不起眼，却实实在在承载着战争的重负，直接影响军事作战。

由此而言，一双好的军鞋，是维系部队战斗力、机动性、士气和后勤保障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要素。

在艰难困境之下，中共是如何保障军鞋供应的，这一议题尤为值得注目。回到历史现场，八路军的核心

供给方式是广泛动员乡村妇女承担军鞋勤务。因此，军鞋勤务不仅是战时后勤问题，更是理解中共群众

动员能力的切入口。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兵员、粮食、枪弹等，但军鞋作为“微观战争技术”一度被忽视。

近年来，学界对中共军队军鞋保障问题才给予关注。有学者梳理了中共军队军鞋的款式、颜色、供应标

准等；有学者考察了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策略演变及战时运输问题；也有学者从新文化史的视角，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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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①。本文与以上研究有所不同，以中共根据地基层档案为主体史料，重点

考察八路军的军鞋勤务模式及具体运行机制，剖析中共组织运作与群众动员的独特逻辑，展现边区群众

对抗战事业的支持及军民鱼水般的情愫。

一、群众动员与军鞋勤务模式的形成 
抗战时期，八路军几乎完全依赖脚力行军作战，官兵上下能否穿上鞋子，不仅关乎中共军队的形象，

更直接影响士兵的日常生存、行军体验和战斗意志。敌后游击环境下，八路军军鞋供给面临严峻考验。

1939年，八路军总部在总结供给工作的报告中谈到：“北方气候寒冷，因此对鞋子供给亦应成为经常事，

由于鞋工厂之建立迟缓，使整个部队都觉没鞋穿，甚至有时有钱无处买。特别是伤病员及战斗环境时的

需要，更没有具体的计划解决。”②军鞋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劣质军鞋更成为战士行军作战的“拖累”，

致使前线官兵普遍陷入窘迫与痛苦的体验中。为保障军鞋供应，八路军多方拓展军鞋供给渠道。中共

依靠鞋厂生产、战士自制、向国民政府请领、战场缴获等方式获取了部分军鞋，但受敌后环境、做鞋工艺、

人力等因素制约，并不具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可持续、低成本、分散化的生产机制。中

共结合根据地实际，慎重考量多种供应办法的利弊后，将目光投向华北农村妇女群体——她们掌握手工

制鞋技能，且分布广泛。妇女承担军鞋勤务逐渐成为八路军军鞋供给的主要来源。

抗战勤务是中共动员根据地民众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举措。就勤务内容而言，缝纫勤务一直是抗

战勤务工作的重要方面。例如，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将勤务工作分为运输、担架、缝纫三类③。各地政权

机关对勤务对象、年龄、工分折算等作出详细规定。1942年，晋察冀边区为加强部队战斗力，保证子弟

兵有鞋穿，节省人力、物力及平衡抗勤负担，决定军鞋统一筹支，“凡边区合于服务年龄之妇女均应一律

服军鞋勤务”④。在年龄要求上，各地相差无几。晋西北边区规定，承担军鞋勤务的对象为年龄在 18岁

以上 50岁以下的妇女⑤。晋察冀边区军鞋勤务由 18岁至 55岁的妇女负担⑥。承担勤务还可折算其他抗

勤工数，以减轻劳动负担。晋绥边区规定，缝纫勤务每做军鞋 1双计 6个工，半成鞋计 3个工⑦。妇女以

“做鞋折工”的方式承担战时勤务，利于提高其参与缝纫勤务的积极性，这也是妇女投身抗战的重要

途径。

在宣传动员方面，中共各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军队后方勤务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妇女缝制军鞋慰

劳八路军。冀中九分区县妇救会从动员会领回军鞋任务后，先召开区妇救会干部会布置任务，再由区妇

救会召开村妇救会干部会逐村动员布置，最后由村干部召开妇女大会落实。村干部在妇女大会上提出

①    代表性成果，参见宋弘：《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衣装》，《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12 期；梁馨蕾：《火线与

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 3期；刘意：《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

华北农村妇女做军鞋研究》，《档案与建设》2023 年第 9 期；梁馨蕾：《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中共党

史研究》2024年第1期等。

②    《十八集团军 1939 年供给工作报告（摘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

《军需生产历史文件资料（1927—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③    《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动员办法》，1942年2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579—001—0050—0018。

④    晋察冀边区第五专署：《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 年 11 月 1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

0014—0013。

⑤    《晋西北抗战勤务动员条例》（1941年 11月 1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

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⑥    《晋察冀边区抗战勤务条例》，《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20日，第4版。

⑦    《晋西北抗战勤务动员条例——1942年12月15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公布》，《抗战日报》1943年1月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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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军鞋就是一发炮弹”“一双军鞋一颗心”“妇女做军鞋等于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等口号，讲明做军鞋

的意义；同时，妇救会就合理负担问题教育妇女，强调“为前方打好仗，做好军鞋，保证质量”①。

中共积极动员妇女承担抗战勤务，向群众无偿征派军鞋。抗战初期这一动员号召得到了群众广泛

支持，慰劳工作成效显著。譬如，为响应中共中央募捐鞋袜运动，1939年晋东南妇救总会筹委会长治办

事处与第五行政区妇救筹委会共同号召各县妇救会，在2月底前每县至少募捐鞋袜1000双，且明确超过

此数量者给予奖励②。可以说部分地区采取无偿征派的方式动员妇女做军鞋，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反馈，

使妇女把做军鞋视为间接上前线“打鬼子”。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

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③。

但是，战争的持久性及做鞋负担的繁重，不可避免地引起妇女的不满和抗拒。有的妇女觉得这是给

“公家”干活，就对缝制军鞋采取应付态度，推脱说：“家里没有麻，捻不成绳，没有布，无法打圪背子，没有

面，打不成浆糊。”④此外，有些地区在动员募捐时没有考虑群众实际情况，导致“贫富一样负担，贫下中农

负担重”⑤。困局之下，中共若不更易动员策略和制定合理的做鞋方法，军鞋勤务将难以为继。

中共各根据地为按时保障军鞋供给，节省人力、物力及平衡劳动负担，改变此前的军鞋无偿征派办

法，采取了有偿代做的勤务方案。1938年 10月，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与中共太行区委决定，动员边区

妇女帮助部队缝制，使八路军逐渐有条件向官兵供给军鞋⑥。具体而言，边区政府提供原料或本金，由妇

女出工代做。在实际操作上，一般由边区政府制定相关条例，向各专署下发具体办法；各专署制定方案

细则后向各县下发通知；各县接到命令后依据自身财经基础、群众负担能力等，编制面向各村的分派方

案；最后由各行政村负责具体实施。为避免征收失序，政权机关强调“在征收中一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

步骤的进行”⑦。

以妇救会为核心的群团组织作为领导做鞋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勤务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和组

织作用。一般来说，先是由县、区、乡级妇救会将任务下达到村妇救会，由各村妇救会组织妇女缝制，把

发动妇女做军鞋作为政治任务来抓，规定具体的规格、质量标准和收缴期限，保证按时完成⑧。她们深入

村庄，将政府的征发任务转化为具体的妇女工作，通过组织集体生产、劳动互助等方式，将分散的家庭妇

女动员起来。妇救会针对实践中的不足，不断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以提升服务群众意识。例如，岚县妇

女李翠林为人能干勤快，支持和拥护八路军。但是部队扩兵时，婆婆不让她给队伍做鞋，她说：“反正我

不误你家的活就是了。夜里不睡觉我给你们纳鞋底子，白天就去妇救会工作。”⑨

①    王瑛璞执笔：《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4期，内部印行，1985年，第45页。

②    《妇救会募捐鞋袜》，《新华日报》（太行版）1939年2月3日，第1版。

③⑨ 理红、理京整理：《高鲁日记》，1940年4月26日，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100页。

④    《拥军优属也争先》，杜天云主编：《沁源文史资料》第 22 辑，沁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印行，2013 年，第

197页。

⑤    徐志军等：《冀中七分区妇女抗日斗争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 8
卷，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719页。

⑥    《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与中共晋冀豫区委主干会议记录草稿摘要》（1938 年 10 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

史资料汇编》第1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5页。

⑦    《太岳行署关于颁布军鞋负担办法、分派 1943年度军鞋数目的命令及领鞋支付书样式》，1943年 4月 26日，山西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2。

⑧    妇女组：《抗日战争中冀中六分区的妇女工作》，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

资料》第14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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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采取给价的办法动员做军鞋之外，各地区为激发妇女做鞋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采取多种形式强化

其“做鞋是光荣义务”的认知，增强妇女做鞋的思想意识。各边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以提高军鞋勤务效

果。晋察冀边区要求各村开政民合作社干部会分配军鞋任务，动员群众开展竞赛，部分积极分子提出

“做的好”“完成的早”等口号。妇女领材料后确定每双鞋最迟不超过半月的交鞋日期，力争成为全县

模范①。

为鼓励群众缝制军鞋，保障缝纫质量，各边区相继实行奖惩办法。以太行区所属县份为例，黎城县

提出，民户若通过虚报妇女年龄等方式逃避缴纳军鞋的义务，将处罚 1至 3双军鞋②；武乡县在军鞋征收

工作中，特别叮嘱各区村长详细上报做军鞋的成功经验及模范案例，旨在留存有效经验并对模范予以奖

励③。这类奖惩办法是战时激发妇女积极性、保障军鞋供给的重要管理措施，既提升了军鞋缝制效率与

质量，又通过物质激励结合精神动员，强化了军民协作的凝聚力。

但是，军鞋勤务动员实践中并非尽善尽美，曾出现将宣传动员工作转变为“强迫命令”的现象。北岳

区望都县三堤村妇救会在组织妇女缝制军鞋时，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就表现得很严重。罚东西、罚苦工

等是其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④。在这种强硬的组织模式下，妇女群众有时感到妇救会只懂得向她们要东

西，从中并无利益可得，妇救会与她们的实际生活是疏远隔离的⑤。晋察冀边区某县党政部门在一份总

结中反思：“我们没有利用群众组织在做鞋中进行教育，提高他的认识，只是行政命令不做不行，因此群

众对做鞋感觉是一种负担，各户就不按规定，拖着应付支差的态度。鞋‘坏’‘小’都是这样发生的。”⑥这

份总结分析，基本反映了基层组织动员工作的缺陷，这也是各根据地共同存在的难题。但总体来讲，中

共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动员效果。

二、军鞋勤务的负担分派

为保证军鞋勤务的顺利展开，各地政权机关注重缝制流程的规范化管理。针对军鞋代做的性质及

代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各边区政府制定严格的准则。太行区召开勤务会议，指出军鞋代做的性质和享

受代做的必要条件，即代做为“无工资的义务劳动”，“须区以上之地方武装、正规军及其领导指挥机关”

方能“享受代做权利”，“政府、群团及其他合作事业机关等不得代做”；代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是“部队做

鞋，出以足够之材料”，“做鞋材料，以实物为原则，但因运输或事先集中不便，可按当时当地市价折款，统

一由县决定”，而民间则“出工做成”⑦。

在用鞋对象上各地也有明确规定。太岳区军政民用鞋机关是军队、政府、群众团体（各武委会）区级

以上干部。在发放标准上，军鞋按部队规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干部每季度 1双（炊事员同），杂务

①⑥ 《灵丘县、县抗联会、县合作社关于 1945年前半年军鞋分配指示信》（1945年），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420，417页。

②    《黎城县关于支差义运缝纫等暂行办法》，1945年，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档案馆藏，档案号：55—84—51。

③    《武乡抗日县政府指示》，1945年4月4日，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档案馆藏，档案号：3—2—1—88。

④    参见中共中央妇联会：《北岳望都三堤村妇女工作典型总结》，1938 年 9 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572—

001—0180—0007。

⑤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82年，第16页。

⑦ 《太行区抗勤会议关于支差勤务的决议》（1942 年 12 月 25 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

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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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通讯员）两月1双①。边区政府通过规范征收行为，保障军鞋供给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在军鞋负担上，各根据地基本以“富力”与“劳力”结合为总原则。“富力”主要参考各地的社会经济水

平及有无灾荒、战乱等。“劳力”则重点参考做鞋妇女的人数、年龄、家庭经济能力等。太岳行署要求各县

分派各村时，“一定照顾到富力劳力相结合，村派民户一定是按富力起材料，按劳力分配做鞋并注意分配

恰当”②。

在军鞋缝制的分配原则上，边区政府对分配数量、负担情况等有确切的要求。在分配上，晋冀鲁豫

边区提出，分配原则与其他抗战勤务一致，不能单纯按照“合理负担”分派③。各地将支差纳入考量范围

之内，确定做鞋数量。在具体执行层面，政府按次派到村后由后勤委员会协同妇救会统一分配给做鞋妇

女，根据做鞋妇女数量确定分配数量④。太行区规定，军鞋作为抗战勤务仅限于劳力负担，禁止按财产合

理负担分派，“分派时要照顾家庭妇女多少为标准，同时照顾其它差役，故在分派地区上要注意到调

剂”⑤。各地往往依据以上因素综合制订分配办法。

敌后作战频繁，部队军鞋需求量大，经常要求各级政府加派军鞋数量。冀南三专署向所属各县政府

发出指示，称此前分配的做鞋数目不足以满足军需，要求各县除完成前次分配的做鞋数目外，额外完成

新分配的夹鞋任务⑥。此外，在军鞋勤务分配时，多地禁止给单个妇女分派 1双或 3双军鞋，以防成品样

式、大小不一；必要时安排两名妇女合作，反对两人各做 1双⑦。军鞋分配任务下达后，一般各区要进行

检查、督促解决各村发生的问题，并将各村分派的情形与数目备报到县⑧。

勤务实践中，各边区军鞋负担分配仍有一定差异和局限。例如，晋冀鲁豫边区主要是政府提供做鞋

材料下发各村，由妇女出力缝制，完成后由村公所无偿收取军鞋；而晋察冀边区制鞋材料、做工等成本均

由妇女承担，部队或政府出价购买。相比而言，前者材料由政府提供，但导致做鞋效率低、妇女收益

少；后者是个人负责材料人工，省去了材料分发、运输等流程，但随着物价上涨，妇女负担大大增加。

从实际来看，各边区政府虽然在做鞋年龄、数量等方面制订严格标准，但在执行上存在不小的偏差。

调查发现，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每年平均要做 18双鞋方能满足四口之家的需要⑨。尽管政策要求“合

理负担”，但实践中仍有漏洞。针对群众负担问题，各根据地通过政策调整、扩大参与范围及细化分配

等方式缓解妇女做鞋负担。1940年 2月，晋西北行署开展“四大动员”⑩，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动员兴县妇

①    《太岳区军鞋办法总则》，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1。

②    《太岳行署关于颁布军鞋负担办法、分派 1943年度军鞋数目的命令及领鞋支付书样式》，1943年 4月 26日，山西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2。

③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专署：《命令——为代做军鞋由》，1943 年 4 月 23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0—001—

0007—0009。

④    《晋冀鲁豫边区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科关于后勤机构建立、安置退伍荣誉军人、军鞋代做等工作总结》，

1942年12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7—0001—0003—0003。

⑤    《太行区抗勤会议关于支差勤务的决议》（1942 年 12 月 25 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

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87—88页。

⑥    冀南区第三专署：《为指示各县增多夹鞋以应军鞋由》，1944年 3月 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035—001—

0070—0011。

⑦⑧ 《灵丘县、县抗联会、县合作社关于 1945年前半年军鞋分配指示信》（1945年），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第419，421页。

⑨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1943 年 7 月 16 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

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696页。

⑩ 指当时抗日政府发动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为抗日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加抗日军队所做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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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做鞋 25600双①。后晋西北最高军政民联席会议决定秋季军鞋动员后一律停止，仅当部队准备不足

时，才在不损害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发足鞋料经县妇救会统一组织代做②。为缝制更多军鞋和减轻妇女

做鞋压力，边区拟吸纳更多符合年龄的妇女参与，要求各根据地调查统计满足年龄的做鞋妇女数量。

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推行数目字管理，指示专员、县长统计做鞋妇女数量，但调查结果不佳，上报

征鞋数与实际需求差距大，且多为估计值③。其实，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下，准确统计做鞋妇女的基本

情况何其难也！中共竭尽所能，开展调查研究，缓解妇女做鞋负担。

为保障军鞋供应，提升生产效能，各地建立互助合作机制。抗战之初，冀中区的军鞋供应存在诸多

问题——缺劳力技术者买鞋敷衍、部分群众偷工减料，军鞋质量差，且组织领导不健全、群众拖延战勤，

导致部队军鞋供应不及时，影响行军作战④。为此，部分地区以“军民两利”为原则，在群众基础好的区

域，采用“分散隐蔽、分活到户”的模式创建公私两利的军鞋和被服合作社，将军队后勤与群众利益结合。

冀中七分区 1944 年 6 月试行被服合作社，年底在 10 个村庄建社，吸收 2400 名社员。从 1944 年 7 月到

1945 年 1 月，缝制夹鞋 22644 双，供给不仅及时且质量提升（集体剪裁使式样标准、美观得体、省料省

时），每双成本仅53. 1元，低于部队鞋厂的每双82元⑤。合作社实行分散经营，设工资制、交易制、混合制

三种报酬方式（工资民主评定），以番号代村名保密记账，还设奖励机制扩充组织⑥。这一经验经晋察冀

边区大生产运动文件介绍及《晋察冀日报》推广，成为保障军鞋供给、体现军民合作的重要方式。

当然，基层执行中部分行政干部的不作为表现，往往导致分配工作不合理。抗战初期，军鞋勤务多

依赖行政系统，妇救会、合作社等参与不足，导致个别部门单打独斗，军鞋缝制质量与效率降低。譬如，

晋察冀边区的灵丘县政府、县抗联会、县合作社认为：“过去的派鞋工作只是利用行政系统分配，没有提

高为各部队的政治任务，因此成了财政部门的单纯工作，质量不好，不能按时完成做鞋工作。没有保证，

就是财政部门也没有抓紧这个工作，拖拖拉拉结束不清。”⑦这反映出部门协同缺失对勤务的制约。在军

鞋的分派方面，村干部也存在工作随意性、主观性及懒政不作为的失职行为。明确各主体权责，加强政

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的协作，这是各根据地提高军鞋勤务效率的必备手段。

三、军鞋缝制及其诸要素

军鞋缝制是勤务实践的核心环节。军鞋缝制遵循“先底后帮、先黏后缝”的逻辑，核心流程包括打袼

褙、纳鞋底、裁鞋帮、缝鞋帮、绱鞋、楦鞋定型及质量检查。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确保最终成品符

合军用需求。缝制过程中，做鞋材料、样式、工艺、价格、成本等因素尤为关键。

做鞋材料是军鞋缝制的物质基础。受资源条件限制，材料获取遵循政府统筹和群众自筹的原则。

缝制军鞋的核心材料分鞋底、鞋帮、黏合材料三类。鞋底材料包括夹纸、麻、圪帛布，获取途径是边区政

①    白认：《兴县人民在八年抗战中的巨大贡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兴县文

史资料》第7辑，内部印行，1995年，第40页。

②    《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军鞋动员》（1941年 3月 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

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1页。

③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军鞋问题的指示信》，1944年1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0002—0115—

0002。

④⑥ 胡友孟：《变战勤负担为群众副业收益的冀中七分区的被服合作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5期，内部印行，1987年，第142—143，148页。

⑤    胡友孟：《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区的合作运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

料》第45期，第120页。

⑦ 《灵丘县、县抗联会、县合作社关于 1945年前半年军鞋分配指示信》（1945年），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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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统一调拨碎布或群众拆旧棉衣、旧被褥，收集农户碎布。鞋帮材料包括土布、染色的白布，一般是政府

发放或群众自筹。黏合材料包括糨糊、麻线、针线，由群众自筹。妇女缝制军鞋使用的工具均为“原始手

工工具”，包括纺麻工具、缝制工具、定型工具等①。每类材料和工具，尽可能就地取材和物尽其用。材料

的领取发放，一般由政权机关确定分配数量后，将材料逐级下放至各村合作社，各户到村合作社领材料。

当然，各地有所区别，这与各地的作战环境、经济条件紧密相关。晋冀鲁豫边区做鞋材料统由分区供给

处送到各县，“每双鞋发布3尺（裁口宽面布），此外所需之麻碎布及线连手工洋共折款合6元”②。晋察冀

边区规定，原则上鞋料一律由做鞋人自行筹措，但军鞋勤务在村范围内，各人可自由与运输、担架、缝纫

勤务等互相调换，互相调剂者不得加以限制③。对做鞋中损失的材料，县政府规定不准报抵消，应由各户

负责④。

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做鞋的布、麻、线等基础材料短缺，使妇女如期缝制上交军鞋面临极大考验。

通货膨胀使“她们能贴起工夫贴不起材料”⑤。参与过军鞋缝制的妇女忆起那段岁月时，都会提及做鞋材

料短缺的窘迫：“拆旧衣，洗旧棉花，把旧衣结实的部分剪下来，做成鞋面、鞋底，把洗净晒干的棉花打成

夹支，经过细加工做成一双双‘崭新’的鞋，交给上级。”⑥然而，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缝制军鞋，妇女不仅

面临布料短缺的问题，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敌伪军搜出这些衣鞋，就会以“私通八路”的罪

名遭到逮捕⑦。

为保证军鞋的适配性与耐用性，各边区依据自身资源条件，在军鞋样式、尺寸、颜色、材料、工艺等方

面确立标准，避免因标准模糊导致质量问题。太岳区颁布军鞋办法总则规定：尺码不低于官尺 1尺；鞋

帮表里禁用烂布，鞋底要一针一线实纳且用 3层圪帛布（禁用纸、套子），做鞋人垫付的鞋底圪帛布要估

价发放；每双成鞋重 12两；颜色以黑色为主、灰色次之⑧。对于鞋的样式，有的地区要求样式统一，也有

提出按照群众个人意愿缝制，这使各地军鞋样式略有差异。晋察冀边区要求鞋帮用新布且禁止偷换，样

式可花纳、优先便纳，鞋底要结实且一律为“地包天”款⑨。冀鲁豫军区的鞋子“有布单鞋（圆口的与方口

的），布棉鞋（有元宝式的，也有带汽眼的）”⑩。在缝制工艺上，各地严格规范。晋察冀边区要求群众做鞋

“质量要好，做的结实”，避免“衡头底包帮”，尺码按比例制作，“交鞋袜时一双的缀结实，以免发生差

双”􀃊􀁉􀁓⑩。对于做鞋数量、完成时间等，各地也有详细指示。1945年 8月冀晋区对夹鞋和棉鞋的分配数量、

①    王炳辉：《对晋察冀军区鞋厂的片断回忆》，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

工作史料选编》，北京：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36—238页。

②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专署：《命令——为代做军鞋由》，1943 年 4 月 23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0—001—

0007—0009。

③    晋察冀边区第五专署：《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 年 11 月 1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

0014—0013。

④⑨ 《灵丘县、县抗联会、县合作社关于 1945年前半年军鞋分配指示信》（1945年），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第420，419页。

⑤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二次民运干部会议记录摘要》（1940 年 4 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3
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⑥    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中法大学校友编委会：《平西儿女——革命回忆录》上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年，第155页。

⑦    李小江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61页。

⑧    《太岳区军鞋办法总则》，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1。

⑩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

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557页。

􀃊􀁉􀁓 晋察冀边区第十五专署：《关于所交公鞋公袜质量要求的令》，1945年5月1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059—
001—004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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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码占比及部分鞋类的完成时间作出规定：夹鞋分配 5000双，尺码占比为一号鞋 1/10、二号鞋 5/10、三
号鞋 4/10，须在 9月 15日前完成总量的一半；棉鞋分配 1000双，尺码占比为一号鞋 2/5、二号鞋 2/5、三号

鞋 1/5①。各地政权部门指示各村按规定尺码、样式缝制军鞋，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对质量问题出台

具体措施，确保军鞋舒适耐穿。

军鞋价格方面，中共强调兼顾成本与群众利益，但物价上涨与标准滞后往往导致矛盾突出。勤务实

践中，政府、部队、群众三方之间在做鞋材料成本和价格上出现一定分歧，若处理不当，不但影响军鞋代

做成效，更危及军民关系。以晋冀鲁豫边区的军鞋代做工作为例，1943年 5月 1日第一专署接到命令，

由该区代做军鞋 3万双。当时做鞋材料及成本价格是：冀西各县每双鞋成本包括 4两麻计 1元、12两碎

布计 4. 5元、麻线计 1元、手工计 0. 5元，总计 7元；晋东各县每双鞋成本为 4两麻计 1元、12两碎布计 5. 5
元、麻线计 1元、手工计 0. 5元，总计 8元。该区希望按照当地市价折算代做军鞋的价款，但部队方面认

为“上级规定只发 6元，不能再多”。专署提出这一定价将使群众负担不起，影响任务如期完成。于是，

向上级呈请准予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并照顾灾荒严重县份群众的实际困难，将冀西各县每双鞋的

材料和手工价折款为 7元，晋东各县份为 8元②。这份呈请还来不及等到回复，两个月后的 7月 13日，第

一专署再次向上级呈请：“兹因目前物价高涨即使准予按当次本署请示办理，也与实际做出一双鞋的费

用相差太多。”此时每双军鞋材料的物价情形是4两麻计14—16元、半两线计2. 5—3元、12两碎布计8—
10元、手工计 5元。行署的诉求是根据目前情况，照顾群众实际困难，“拟定规定为冀西县份折发 9元，

晋东县份折发 10元为合适”，否则“群众必因赔垫不起而叫苦，认为是增加一种负担”③。由此可窥，通货

膨胀使军鞋成本飙升，固定报酬与实际成本脱节，当以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折发代做军鞋的价款，否则

必会使群众难以承担，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抵触。从实际来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只有合

理解决军鞋赔价，保证妇女切实利益，才能保障军鞋勤务工作稳步推进。

赔价问题体现的是军鞋缝制成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引起各地政府重视。各边区注重缓解群众负

担与赔价矛盾，采取实物基准和市价浮动策略应对。一是以实物为基准定补偿。晋察冀边委会规定，动

员群众代做军鞋等工作“完全给价”，以小米为基准按市价发钱，如纳鞋底 1双付小米 1斤 4两至 1斤 8
两④；二是按市价浮动调整。冀晋区起初定夹鞋每双 600—700元、棉鞋每双 700—800元，因物价波动导

致定价与市价差距过大，改为按交鞋时市价临时确定鞋价，由县政府掌握上报⑤。

在做鞋材料不足、收支失衡、负担加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妇女缝制军鞋的质量难以保证。有的

妇女对军鞋勤务的态度日趋消极，形成“磨洋工”式的作风，甚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和以旧充新，最终导

致军鞋质量参差不齐。1941年 7月，晋冀豫区部队官兵反映：“目前因鞋子制造不十分好（地方民众所代

制的），黄麻质量亦差，事实上行动部队草鞋每双穿不到 10天，布鞋不到 1月，所以战士同志亦常有赤足

①    冀晋区第三专署：《令——为你县动员群众代做军鞋 6 千双由》，1945 年 8 月 24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0116—001—0006—0003。

②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专署关于请准予按照具体情况折算代做军鞋之价款向李厅长的请示+物价情形》，1943年 5
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5—0001—0010—0001。

③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行署关于折发代做军鞋之价款向李厅长的请示+物价情形》，1943 年 7 月 13 日，山西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A065—0001—0012—0001。

④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今后动员群众代部队纳鞋底拆缝军服等完全给价希与分区商讨具体规定的通知》

（1944年6月22日），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第416页。

⑤    冀晋区第三专署：《定做军鞋之价格问题的代电及通知代做军鞋改由政府拨款由》，1943 年 9 月，河北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0116—001—000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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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痛。”①妇女负担过重与消极应付，导致军鞋质量低劣。1942年，太行六分区“老百姓代制之鞋底子多

垫烂布棉絮及其他古董东西，故太不耐穿”；“武安的鞋质量最坏，鞋底太软太薄，针码太稀，鞋帮子只用

浆糊粘了一下，除退还者外，质量还不很好，仅穿十余天就坏了”②。足见鞋子制作中鞋料上偷工减料、缝

制水平低下，这都将使官兵用鞋体验感差，影响对敌作战。

敌后战争环境的复杂性与资源约束，使军鞋缝制遭遇困境，既影响缝纫质量，也给群众带来负担。

对于军鞋缝制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各边区加强规范化管理，制定细化标准，保障军鞋质量与规格。中

共制定的措施虽不能完全纾解和克服上述问题和困难，但对于指导军鞋勤务工作，提高勤务效率和质

量，减轻群众负担等，都具有一定意义。

四、军鞋的收集、保管与支发机制 
在军鞋勤务实践中，收集、保管与支发是衔接后方制作与前线需求的重要环节。受作战环境、物资

短缺及军民协作模式影响，中共通过建立分级负责、流程规范、权责明确的机制，确保军鞋从妇女手中安

全送达部队，成为后勤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

军鞋缝制完成后，随即进入收集环节。八路军敌后作战与供给往往分散进行、就地补充，因此，军鞋

的收发集散相对简单高效。军鞋收集依托行政体系层层推进，确保分散缝制和集中管理。群众按任务

缝制军鞋后，按期送交村公所。村级完成审核后，将军鞋解送至区公所复核，重点核对数量与质量，合格

者点数登账后再解送至县③。县级政府是军鞋收集的最终枢纽，负责汇总各区上交的军鞋，并依据部队

需求制定调拨计划，以便部队大规模领用。

收集环节中，军队方面也要随时前往政府接收军鞋。八路军野战后勤部曾指出，军鞋的解决基本依

靠动员群众缝制，各部须按照制造办法抽调人员组成收鞋组，专门前往各自专署政府催收④。为防止群

众私自把军鞋卖给部队人员，边区政府要求：“军鞋以交到村公所经审查合格者为标准，私自直接卖给部

队机关人员，与因不合格而退回之军鞋，均不得顶销做军鞋勤务。”⑤

对于全年军鞋勤务计划，边区政府要求一次分配、具体到户。关于征收时间和频次，各地区并不统

一，一般视完成情况决定。太岳区军、政、民所用军鞋全年分 4次征收⑥；晋察冀边区收集军鞋每月 1次，

每次收集全年分配数的1/12，确保军鞋供应常态化⑦。

各根据地政权部门对军鞋缝制质量严格把关，形成了严密的收取程序和验收标准。群众按期将做

好的军鞋送交村公所，由村公所当面点收审查——合格者登账并出具收据，不合格者经解释后当面退

回。村公所按期收齐全村军鞋后解报到区公所，区公所审查后，合格者点数登账再解报到县，不合格者

①    《晋冀豫区地方武装每人全年各种费用平均指数的几点说明》（1941 年 7 月 26 日），刘鲁民主编：《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金盾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②    《太行第六军分区一九四二年供给工作报告》（1942 年），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354—355页。

③    晋察冀边区第五专署：《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 年 11 月 1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

0014—0013。

④    《给各军分区供给处服装缝制工作的指示》（1942 年 8 月 2 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

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年，第537页。

⑤⑦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年 11月 1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

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 3 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 年，第 454—455，

455页。

⑥    《太岳区军鞋办法总则》，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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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释后当面退回。军鞋支付由边区政府统一制定计划，按行政级别依次传达办理①。

各地为提高征收效率，保障军鞋质量，将奖惩措施与收集环节关联，形成正向引导与反向约束。晋

察冀边区对“不合格军鞋批上‘不合格’字样，迅速退还做鞋人”，“村区县必须每月检查军鞋工作一次，成

绩优良者奖励表扬”②。此外，各行政区要求各县政府在军鞋征收上负总责，按时完成征收任务。整体来

看，军鞋收集强调逐级审查、合格收纳，形成村—区—县三级流程，同时通过明确验收标准，实行奖惩措

施，保障军鞋质量与收集效率。

军鞋收集和支付完成后，即进入保管环节。军鞋保管以村仓库为基层节点，县、区两级协同管理，形

成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存储方式。村公所收到民户缴纳的军鞋后一般开给两联收据：第一联军鞋收据

交缴鞋民户收执，作为完纳军鞋的凭证；第二联是军鞋收据存根，其用处是在征收期间由村公所存查，征

收完毕后依据存根结出总数交区公所按数点收。村仓库的作用是村公所收齐军鞋后随时存入村仓库，

并取得村仓库存据，凭此向县政府换取正式军鞋收据，完成责任交接③。各根据地高度重视军鞋保管，逐

级下发指示。游击区或敌占区附近的村庄，因安全风险高，军鞋由区或县统一保管。在财务管理上，为

避免数目混乱、挪用浪费现象，边区政府要求军鞋保管必须建立军鞋账簿，实现有据可查和全程追溯。

一是实行分户记账，了解每双鞋的来源与去向。太岳行署认为，缺乏账簿记录将难以掌握军鞋数目，为

简化管理，建议各直接收支军鞋的机关设置一本分户账，记录取鞋单位与户名④。二是进行定期核对。

县、区政府定期与村仓库核对军鞋数量。灵丘县要求县政府、抗联会、合作社每月开会检查军鞋保管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⑤。

为强化保管责任，各边区明确损失赔偿与连带处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关于管理军鞋制度的

通令，要求各级政府财粮部门经手及保管军鞋，均依照征收办法所规定的标准严格审查，注意用料和质

地，妥为保管。如发生偷盗、鼠啮、霉烂、以次充好、战争损失及其他不应有的损失事项，由经手人负完全

责任，其主管上级承担连带处分⑥。

支取发放环节是军鞋出库的关键，强调计划性和制度约束，确保军鞋按时供应至作战部队。为防止

滥支及贪污行为，从边区政府到各专署、县、区和村，对军鞋支取设置严格审批流程，强调按命令支发和

凭手续领取。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太岳行署对军鞋领取作出规定：部队、政民机关团体到各级政府取

用军鞋，须持有行署发鞋命令；军队向行署或专署领鞋，须持有供给部正式公文；各部队持支付命令到直

接发鞋机关取鞋后，须开具正式票据；军政民各领鞋机关团体每次取鞋数量，应为总数的四分之一；等

等⑦。各地严格管控支取程序，加强内部监督和控制。

为做好军鞋支取工作，做到账目清晰，边区政府严格审批支取手续，强化制度规范。晋察冀边委会

强调，部队购领军鞋手续“须根据本会支付军鞋计划当有分区以上供给部介绍信，迳向专署接洽分配到

县购领”；“购领军鞋要当面认货点数，不合格者得拒绝接受”；“购领军鞋必须当时按价付款，否则必须有

①② 晋察冀边区第五专署：《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 年 11 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

0014—0013。

③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颁发本区管理军鞋制度的通令》（1944 年 1 月 9 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

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186，185页。

④ 《太岳行署关于颁布军鞋负担办法、分派 1943年度军鞋数目的命令及领鞋支付书样式》，1943年 4月 26日，山西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2。

⑤ 《灵丘县、县抗联会、县合作社关于 1945年前半年军鞋分配指示信》（1945年），大同市档案馆编：《大同市馆藏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1册，第418页。

⑦ 《太岳区军鞋办法总则》，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71—0002—017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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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级以上首长签名盖章，并加盖正式番号首长戳之购鞋欠款条据始得有效”①。

军鞋支发的重要一环是向群众结算做鞋报酬。各地依据自身实际，形成一套有序的支付手续。冀

晋区规定：“军鞋由部队取鞋交钱，无钱可暂打收据，以后由部队清还在案。”后来行署考虑到“鞋价由部队清

算恐麻烦太多”，所以决定“由部队取鞋打给正式收据，注明鞋数款数，按当时当地市价专报行署拨款”，确保

群众能及时获得报酬②。此外，因各根据地军鞋产量、部队需求存在差异，这就涉及各区域间的调剂问

题。太行区要求分区以上部队用鞋“由总局向各专区调剂”，分区以下部队用鞋由专署向各县调剂③。

八路军军鞋的收集、保管与支发机制，体现了战时中共军队后勤管理精细化、制度化和群众性的特

征。根据地党政部门通过规范流程避免资源浪费与贪污，又结合具体实际灵活调整，最终实现军鞋从群

众手中到战士脚下的高效流转。当然，勤务实践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军鞋收集任务时常不能按时完成。

例如，太岳二专署 1944年计划分派军鞋 41000双，增派 12500双，实际完成 18150双，损失 92双，群众欠

交 35258双④。揆诸事实，组织动员工作上的局限尤其不可忽视。其一，基层组织效率低，部分村干部存

在懒政、失职问题。太行区有的基层干部动员工作不深入，督促不够，最终形成零乱交纳的现象，结果是

“每次之鞋不能如数收回，或被敌烧毁，或因地区被蚕食变成敌占区不便催讨，群众借口不交”⑤。在保管

环节上，各地也出现纰漏。对此，中共不断强化政治工作，同时将军鞋流转的每个环节纳入制度框架。

各级政府与群团组织分工明确，加强协作配合。积极发现问题，努力纠正偏向，是中共在军鞋勤务中所

秉持的基本态度。

结 语

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军鞋勤务，是在敌后艰苦环境下，为解决官兵行军作战的穿鞋问题，而成功实践

的一套独特的、群众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抗战之初，中共政权曾广泛动员妇女无偿缝制军鞋慰劳军队，

此举因加重群众负担而使征派工作举步维艰。此后，中共调整策略，注重思想动员和制度治理的有机结

合，推动军鞋勤务转向有偿代做。这一转变，既彰显出八路军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革命纪律的坚守，

更体现了对群众劳动的尊重和回报。由此可见，八路军成功探索出兼顾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协调之

策，着力探寻二者的契合点。从军鞋穿着效果来看，群众缝制的军鞋一度受部队指战员的青睐。晋察冀

阜平县高街村制作的军鞋远近有名，当地军民创作歌谣称颂：“高街鞋，不平常，双双缉鞋口，对对斤二

两，前五趟（纳鞋帮）、后四趟，腰里密密纳三趟、底大帮子小，穿上可脚打胜仗。”⑥曾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

参谋长的耿飚回忆：“华北人民做的军鞋，双双都是八百个针脚、一斤二两重，被战士们誉为‘胜利鞋’。”⑦

军鞋勤务这套看似繁琐却高效务实的系统，确保一双双珍贵的军鞋，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八路军战士的战

斗力。

①    晋察冀边区第五专署：《关于军鞋统一筹支的决定》，1942 年 11 月 1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33—001—

0014—0013。

②    冀晋区第三专署：《定做军鞋之价格问题的代电及通知代做军鞋改由政府拨款由》，1943 年 9 月，河北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0116—001—0006—0005。

③    《太行区抗勤会议关于支差勤务的决议》（1942 年 12 月 25 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

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87—88页。

④    《太岳第二专署1943至1946年军鞋任务报告表》，1946年4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4—2—10—3。

⑤    《太行第六军分区一九四二年供给工作报告》（1942 年），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354—355页。

⑥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烽火巾帼》，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23—24页。

⑦    《耿飚回忆录》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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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总关情”：抗战时期八路军军鞋勤务的组织与运作

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军鞋勤务，是军政一体化运作模式的生动实践。军政一体化的核心在于组织架

构的明确分工与高效衔接。八路军各级供给部门根据作战任务、兵员数量和季节变化，提出军鞋的数

量、品种及质量标准。边区政府自上而下贯通至专署、县、区、村各级政权，依据部队需求统筹推进军鞋

勤务工作，涵盖宣传动员、任务分配、材料发放、成品验收保管与调拨分发等关键环节。这套协作机制实

现了军需物资的统一调度与供给，避免了军队直接向群众征派军鞋可能引发的军民矛盾。曾任冀中军

区供给部被服科科长的吴尔祯感叹道：“人民群众就是供给部。我们在制做军衣、军鞋和棉被等被装时，

大部都是在地方政府、群众团体领导、组织和发动下由当地群众完成的……纳鞋底、做军鞋、棉被等，哪

一项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①由此观之，军鞋勤务正是中共在敌后抗战中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例

证。当一批批由后方妇女手工缝制的布鞋送到前线战士手中时，其承载的不仅是裹足御寒的功能，更凝

结着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这种情感纽带提振了八路军战士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形成了

人民战争的强大合力。

“Every Stitch and Thread Reflects Deep Concern”：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Military Shoe Services for the Eighth Route Arm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Zhichao

Abstract： Military shoes were an essential military supply for soldiers to protect their feet from the cold and 

fight behind enemy lines，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morale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army during wartim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xplored a model 

of military shoe service where local governments provided raw materials or funds， and women worked on a 

voluntary basis to make the shoes. In various bases， the military shoe service roughly formed a closed chain of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task allocation， material distribution， payment， shoe sewing， collection and 

inspection， storage and management， and distribution and allocation. Each link was closely connected， but it 

inevitably encountered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material shortages， uneven quality， and price compensation 

conflic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CPC took measures such as refining military shoe standards， strengthening 

insp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dynamically adjusting remuneration， optimizing burden distribution， and 

conducting labor competitions.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military shoe serv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fully 

demonstrat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CPC’s integrat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ogistics operation model. Its 

value not only lay in meeting the shoe need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exploring a coordinated strategy that 

balanced war demand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but also in activating the strength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f rural women and building a fish-and-water bond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shoe service； 

logistic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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